
就是被边缘化。所以，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没有其他竞争性的政党甚至共产党党内
不允许有派、权力来之于任命而不是来之于人民普选的情况下，谁能真正解决权力过度集中、党政分开
等问题? 谁会来实行权力重新分配呢? 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任何一次希望突破现制度框架的改

革企图都没有成功就是最有力的佐证。这个党已经越来越被权力绑架。党政分开首先意味着党要剥离
出这种实实在在的权力，也就是要剥离那些由党任命的干部手中的权力，意味着权力的重新梳理，该政

府的还政府，该社会的还社会，该人民的还人民。而尝到不受约束的权力的甜头的官僚集团———已经由
干部任命制特权制而形成的分利集团，是不会为这种改革推波助澜的。当他们将公权力私用，将国家和
人民的财产利益捞足了以后就急不可待要将之合法化，而私有化就是最佳出路。这些曾经的旧贵堂而
皇之又成为新体制的新贵。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
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最后成为怎样的党、走向何方、最终结局怎样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了。倘若

他们自己不暇自哀，我们必哀之，哀之又必鉴之以反观自身。否则，会使后人复哀我们也。

苏联的解体是从道德沦丧开始的

黄军甫
(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51)

一

苏联的解体，国内学者最初归因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及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这两种
观点今天来看显然都站不住脚。苏联和西方的对抗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苏联国家战略两重因素决
定的。因此，双方彼此互为对手，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苏联最终垮了，把原因推给对方，这无异于商战
中某公司出了问题归罪于竞争对手。同样，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同样不符合实
际，它不经意间无限夸大了戈尔巴乔夫的个人作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恩格斯的话说，如
果一个党的全部本钱建基于某个领袖或公民的是否忠诚上，“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当然，西方人囿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考量，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苏联民众追求自由、民主、市场经济

的结果，是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然而，苏联解体不久民族主义的勃兴，社会主义思潮的异
军突起，普京式专制主义的暗流涌动，代议制和多党制的不断式微，表明:把苏联解体简单化为民众对民

主和市场经济追求的结果是不恰当的。

二

必须承认，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存在于苏联社会内部。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苏联模式的弊
端是它解体的根本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苏联的解体进程是从全社会的道德沦丧开始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里开宗明义:城邦的目的是善。而善在政治学里就是公平正义，就是

道德规范。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没有道德生活，就没有和平、和谐的政治生活。中国儒家强调的德
政、以德治国等理念，更是明确地将道德视为政治的文化支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终极意义上强调
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时代的叛逆者拍案而起，开始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首先是
基于道德诉求，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残暴、不人道的抗争，基于对劳动和人的异化、对“从头到脚都滴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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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的义愤。马克思、恩格斯在篇幅不多的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中，照例把道德置于重
要位置，把平等、自由、和谐及社会成员的道德境界视为主要社会元素。
由此看来，一个社会，如果从政府到官员、民众，不遵守道德规范，践踏正义，腐败堕落，那么，该社会

不仅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且很可能是政治革命的开端。最著名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法国革
命的根源虽然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但其直接的动因并非“旧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
展”。根据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考察，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当政时期，是君主制最繁荣时
期，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 20 年中那样发展迅
速”。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诱因首先是从君主制政府的腐败开始的。革命前，政府不仅首先摧毁了社
会公平、正义赖以存在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制度，摧毁了政治阶级、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而且为了满足
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需求，“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终于成为工业产
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王国内最大工程的承包人”。与此同时，政府卖官鬻爵，寻租、受贿，包揽诉讼，为
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 政府金钱至上和欲望无限膨胀的结果是全社会欲望的膨胀。正如托克维尔所
言，“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地刺激这种新
热情”，“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 金
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

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
好、对物质欲望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在一切阶级联系、一切共同的情感纽带都被摧
毁的当时法国社会，这种萎靡堕落的现象不断弥散扩张，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然而，直接促成法国大革命的因素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而是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沦丧的事

实，认识到这种沦丧对自由、平等，对人的尊严的否定。这种认知的转变是由启蒙学者引领的。当大革
命前法国的一切文化形式、哲学理念、宗教教义、道德规范甚至宫廷礼仪都要经过理性法庭审判时，旧制
度的变革便为期不远了。列宁说，革命之所以爆发，是因为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不
能照旧生活下去。按我的理解，“不能照旧”主要是社会认知和社会舆论发生了根本改变。

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社会。这种社会使劳动和
劳动者第一次克服异化，其手段是把生产资料、财富、公共权力交付给社会，把自由、平等、尊严等价值还
给社会成员。在推进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仍旧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虽然存在，但
业已丧失了包括镇压职能在内的许多职能。有国家当然有官吏，但官吏必须选举产生而且可随时撤换。
更重要的是，官吏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老爷。他可以拿薪水，但不得超过熟练工人。加之国家较之社会
日益萎缩，社会主义阶段在马克思看来，国家( 政府) 是非常廉价的。
按照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苏式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在特定的、

在马克思看来不具备政治、经济前提的条件下建立的。这很容易使该制度的建构者进退失据，陷入困
境:要么坚守教义而被推翻，要么适应环境修改教义。但这时革命已或多或少地背离了革命者的初始目
标。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
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在特定时期实施红色恐怖;本来

宣称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设廉价政府，但却建立了全球最庞大的国家机器;本来宣称建立最平等的社
会，却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本来要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但却事实上取消了政治自由的几乎
一切形式;本来一切财富要交给社会支配，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但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追逐财富……
苏式社会主义这种道德上的缺陷如果不通过改革加以摈弃，必将像法国大革命前的现象一样，成为

革命的潜在动因。可悲的是，这种缺陷在苏联和东欧被日益放大。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国家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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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鼓励谎言、迷信暴力，谎言和由暴力产生的恐惧弥漫于整个社会。哈维尔谈到这一点时指出:恐惧
和谎言，“以及随后更为精巧的利益贿赂，获得人们唯心地臣服，全社会逐渐习惯于用谎言换取安全和
利益，于是出现了一幅荒诞且道德腐败的图景:恐惧与谎言无所不在，个人与社会道德极度堕落，社会没

有了希望”。在干部层面，人们不再有理想，不再有信仰，做官不再是为人民和社会服务，而是享乐的手
段和攫取财富的工具。曾任苏共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毫不掩饰地对其母亲炫耀财富，私下对胞弟说
“共产主义是骗老百姓的”。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高级干部分 14 个等级，这些人及其家属占全社
会的 1%，但却享受着大部分的消费产品。这部分人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人民，完全是一个自成一
体的特权阶级。苏联民众对这一特权阶级深恶痛绝。据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的研究，勃列日涅夫
时期，政治控制虽有所放松，但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已经把社会财富瓜分完毕。他们各霸一
方，又彼此照应，在把持社会财富所有源泉的同时，堵塞了自由和道义的所有源泉。苏联道德沦丧的最
可怕方面是民间道德体系的崩溃。谎言、奴性、告密、行贿受贿、毫无廉耻地追逐财富和社会地位等现象
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在这种道德氛围下，民众自然成了畸形社会的帮凶，成了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
恶”的主体。

四

行文到此，人们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社会急剧变革的因素想必有足够的共识。但具有讽刺
意义的是，革命偏偏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当然，这种违背常识的现象却被政治制度史中的无数个案
证明是规律性的东西。托克维尔和波普都明确指出:一个坏的制度往往在它开始改革时引发革命。像
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苏联覆灭的革命的直接动因是民众普遍认识到社会道德的沦丧，认识到“谎言够
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 认识到必须与过去的道德立场划清界线，要过一种有尊严的“人”的生活。
这种认知上的急剧变化使原来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受到挑战，并最终成了足以摧毁整个旧制度大厦的革

命的直接动因。不可否认，苏联社会否定现实制度和道德的认知变化，形成的汹涌澎拜的公众舆论，进
而形成的实际的变革运动，都是由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新思维”开启的。但是，没有戈尔巴乔夫及其新
思维，人们迟早还会觉醒，迟早还会寻求有尊严、有意义、有德性的自由生活。但结果未必比现在好!

苏联文化运行机制的形成与危害

孙 健
( 华东师范大学 党委宣传部，上海 200241)

上个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完成了一次巨变，即由列宁倡导建立的
比较活泼、自由和相对民主、开放的思想文化路线、方针和政策向斯大林的思想文化路线、方针和政策的
转变，也是由苏联 20 年代思想文化体制模式向斯大林思想文化体制模式的转变。这场转变深刻影响苏
联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也是后来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体制转变的原因是苏联党内的政治斗争的需要。1928—1929 年俄共内部围绕社会主义建设

的方式方法展开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斯大林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首先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战胜了布

哈林，为了在思想理论上也战胜在苏联理论界具有很高地位的布哈林，清除布哈林的思想影响，控制思

想理论界，斯大林发动了意识形态“大转变”运动。斯大林利用当时已树立的党的领袖的权威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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